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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文化竞争力： 从表征符号、
公共经验到意识形态

陈林侠

摘　 要： 电影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多层次结构， 需要我们用综合的眼光打量。 作为艺术媒介的竞争， 电

影拥有天然的优势， 在身体、 欲望等爆发出感性直观的力量， 生产出现代意义的主体意识， 成为竞争力的

第一个层面。 作为非艺术媒介的竞争， 电影需要凸显自身的公共经验与知识。 这是从个体到集体、 私有到

公共的拓展， 并通过介入生活表现出来。 正是在故事语境形成的认知隐喻中， 电影与现实关联互动， 成为

竞争力的第二个层面。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认知的思想观念的话， 那么电影文化竞

争力最终将落实于此。 此时， 作为艺术的媒介反作用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 想象性策略显示出重要的功

能， 这成为竞争力的第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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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９０ 年代全球产业升级的背景下， 文化竞争愈发激烈。 对于后发性国家来说， 以何种意义上

的文化参与世界竞争， 成为一个亟待明确的重要问题。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 文化作为一种 “手段性”
的现实， 赋予人类以生理器官以外的扩充、 防御保卫的甲胄。［１］ 照此， 它存在两个层面的竞争： 在他者

文化强势扩张面前， 实现自我保护与防范的功能性竞争； 在现实社会复杂的背景下， 提炼有效应对当

下社会实践的成分， 即， 优质文化及其形象的竞争。 在这两个方面， 大众文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

以自身的感性形象、 世俗欲望以及典型心理， 唤醒接受群体的身份、 主体意识， 并积极肯定社会现状、
生活方式、 态度及其价值， 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 更重要的是， 大众文化背后的资本力量， 在逐

利的本能与复制技术的驱动下， 实现了自我繁殖与急速扩张， 不仅占据国内市场， 而且成为海外市场

的开拓者。 可以说， 在媒介技术空前发达、 资讯全球化、 资本国际化的今天， 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

文化竞争的重中之重。
弄清楚这个问题， 对于理解大众文化， 尤其是影视艺术在文化竞争时代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功能， 具

有根本意义。 大众文化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艺术才能顺畅地进入日常生活， 产生空前的经济

效益与政治意义。 “艺术似乎是文化通衢中最闭塞， 而同时又是最具有国际性的种族共通性的一

种。” ［１］（５０２）电影就是如此， 由于依赖于特殊的影像， 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阻碍， 但又因为影像的能指与

所指紧密迭合， 成为最具国际性的 “短路” 符号， 这种共通的感性体验， 冲破了特殊性带来的 “最闭

塞” 的一面。 从现实层面上说， 世界多元文化的竞争往往表现为特殊性的大众艺术确立起自身的价值

的过程。 吴晓明说： “在世界历史的行程中， 任何一种真实的普遍性都只能通过特殊的民族精神来表现

……体现世界精神之诸环节诸阶段的各种民族精神， 无非是 ‘它们的道德生活、 它们的政府， 它们的

艺术、 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 ” ［２］概言之， 民族精神经由文化落实在艺术； 艺术通过文化上升到民族：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 “基于北美动态数据库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及其竞争力研究 （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 ”
（ＧＤ１５ＣＺＷ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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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思想的普适与艺术的特殊之间循环往复， 形成了民族国家文化竞争的核心。 电影在当下中国大

众文化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不仅是因为活跃的电影创作、 繁荣的电影市场、 资本国际化程度， 而且由

于媒介性质， 在凸显经验认知、 形成公共知识， 以及促进认同方面， 其他大众艺术难以比拟。 这意味

着亟待我们从提高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高度来理解电影媒介及其文化意涵。

一、 电影的表征符号竞争

电影借助戏剧的表现形式， 从小说中抽身出来，［３］天然地具备感性 ／ 理性、 大众 ／ 精英等特征， 无疑

成为最表层的力量。 它一方面具有身体的直观经验， 借助戏剧的表演范式与光学意义上的镜头及其运

动， 逐渐形成自身的身体语言、 表意符号， 另一方面， 在声音介入、 影像剪辑的视听语法的确立中，
叙事话语越来越赋予电影成为大众艺术中精英表征的力量。 只要讲述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就已包括

了如何讲述故事的叙事话语。 感性力量在电影的媒介语言及其身体展示中积累起来， 完全不同于其他

艺术。 无论小说在语言上如何形象生动， 都难以如电影这样在观众视线中展示身体； 身体虽然也在戏

剧、 电视剧等出场， 但是在叙述话语方面的运用， 远远不如电影中的身体具有如此复杂的经验； 绘画

及其人体摄影， 虽然能够在凝视中静止地实现对身体的放大， 但缺乏动态的情节与假定的语境， 只能

对微妙的感觉、 情绪波动变化付之阙如。 因此， 电影在观看世界中重构世界， 一切理性思辨、 价值观

念、 意识形态都以直观感性为前提。
如詹姆逊认为， 视觉本质上都是色情的。［４］作为诞生于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 电影正是在欲望的凝

视中展示身体， 赢得自身地位。 如果我们把欲望代指情感、 欲求、 快感等感性特征， 那么， 电影的身

体展示之于欲望如一纸两面， 作为心理匮乏的欲望投射， 凝视电影呈现的完美身体实现了想象性满足；
而且， 这种完美的镜像生产出主体意识。 联系到本文论题， 电影借助身体展示， 如何在本民族文化中

发掘、 提炼感性成分， 并赋予富有魅力的形象符号， 就成为文化竞争力的第一个层面。 自我表征的感

性力量是电影相对小说等叙事艺术的优势。 《黄土地》 之所以成为上世纪 ８０ 年代吸引世界关注的第一

部中国电影， 关键在于大量的 “非常规” 镜头语言， 传统文化由此获得了张力极强的表征形式； 《红高

粱》 作为第一部获得金熊奖的中国电影， 在阳刚性征的身体展示中， 充满隐喻的高粱地里， 凸显了自

然欲望的热力。 韩国电影在 ９０ 年代后期的崛起， 也是身体 ／ 欲望的感性力量所致。 从 《生死谍变》 《太
极旗飘扬》 （在朝鲜半岛南北政治困局、 民族情绪中展示身体动作）， 到 《我的野蛮女友》 （展示东方

女性的身体美学） 等爱情喜剧， 再到 《春去冬来》 《漂流浴室》 《圣殇》 等大量的文艺片 （身体欲望与

伦理观念的剧烈冲突）， 诉之身体欲望的感性力量成为韩国电影崛起的前提。 在这方面， 美国电影最为

成功， 在影视技术 （视觉奇观） 与明星机制 （身体欲望） 对抽象观念的感性表达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

叙事策略， 生产出最具竞争力的表征符号。 毋庸说 《阿凡达》 《泰坦尼克号》 等通过身体呈现意识形态

（前者以身体的受损伤 ／ 完整、 残疾 ／ 自由强烈对照， 反映出对跨国资本的强烈批判； 后者在身体性征展

示中， 唤醒不同欲望与观念价值背后的贵族 ／ 平民的阶级对峙）， 就是 “哈利波特”、 “变形金刚” 等针

对青少年的系列电影， 在机械与人体魔法 ／ 科幻的惊人组合中， 感性形式也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 与之

相较， 当下中国电影缺乏竞争力， 就因为割裂文化传统及其表征体系， 或仅仅凸显当下社会的物质现

代性， 或将感性简单归结为自然人性、 世俗欲望。 如张艺谋的 《三枪》 的服装与自然， 《金陵十三钗》
的旗袍与身体， 成为空洞的表征符号。

詹明信认为： “对于拉康来说， 不仅欲望是一种转喻的功能， 症候是隐喻的产物， 而且整个成熟主

体心理生活的机制， 也可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象的东西。” ［５］ 欲望经由转喻、 症候、 隐喻共同增强的

形象化， 构成电影的感性魅力， 更重要的是， 欲望与症候的形象化建构了成熟的主体心理。 欲望在转

喻修辞的符号再现中得以想象性满足， 而隐喻的符号形象则暗示了 “不在场” 的症候获得补愈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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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与小说等传统艺术不同， 电影明星制大大增强了这一媒介塑造主体意识、 自我意识的导向功能，
不再承受理性 ／ 精神与感性 ／ 欲望分裂的痛苦。 如果说作为转喻的欲望符号， 明星身体凝聚了欲望的感

性力量， 那么， 隐喻修辞 （成人与成功仪式） 解决了潜藏的某种心理缺陷， 生产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主

体意识， 实现了感性 ／ 欲望 ／ 世俗、 理性 ／ 精神 ／ 超越的统一。 从表面上看， 《泰坦尼克号》 《２０１２》 等在

自然灾难中讲述个体、 爱情与家庭的自救故事， 似乎无关自我意识的生产， 然而， 在哀号遍野的芸芸

众生中凸显永恒的爱情， 在他救与自救中彰显自我的同一性， 恰恰提供了产生自我意识、 主体观念的

认同依据， 标志着现代理智与心性的成熟。 这显然是转喻修辞的运用。 《阿凡达》 《国王的演讲》 等则

把身体残缺与被压抑的心理症候隐喻地关联起来。 乔治七世 “口吃” 的生理缺陷， 追溯到童年受到的

嘲笑压抑， 被影片赋予了胆怯、 自卑的心理意义。 因此， 生理治愈成为形塑主体意识的前提， 也是社

会成功的基本保证。 在这方面， 《黑天鹅》 更为明确： 母亲长期地严格管教， 使妮娜成为端庄理性的表

征 （ “白天鹅” ）， 然而难以根除具有欲望诱惑的感性一面 （ “黑天鹅” ）。 只有当她被莉莉唤醒了潜藏

在身体深处的欲望后， 才产生出两者兼备的主体意识 （一人在盛大的演出中分饰并完美演绎了白、 黑

天鹅的两种角色）。 影片十分形象地演绎了身体 ／ 欲望塑造主体的功能： 既获得个体存在 ／ 自我认同 （个
体的成人仪式）， 也得到社会存在 ／ 他者认同 （社会的成人仪式）。 奥地利与法国合拍的电影 《爱慕》，
反向地确证了身体与主体的同一性。 年老的乔治与妻子安妮退休在家， 刚刚开始享受音乐、 阅读等精

致优雅的老年生活， 却因安妮丧失了自理能力而陷入一团糟， 身体退化成一具死气沉沉的躯体， 孤独、
无助与绝望心理， 导致主体的彻底崩溃。 影片再形象不过地表明： 当身体丧失机体功能后， 人的主体

性也将不复存在。
麦克卢汉认为： “电影不仅是第一个伟大的消费时代的伴生物， 而且也是一种刺激性的广告， 也就

是一重要的刺激性的商品。” ［６］与小说等其他叙事不同， 电影对身体欲望及其经验的肯定性展示， 成为

消费时代的典型表征以及代表媒介， 构成了竞争力的第一个层面。 阿兰·巴迪欧说： “在电影中， 一切

只有从最普通的情感出发， 才能触及最有力、 最细腻的东西。” ［７］所谓 “最普通” 的情感借助于身体 ／ 欲
望的呈现， 成为主体意识、 价值观念等最有力的、 最细腻的阐释方式。 在 “眼见为实” 的观影机制中，
感官经验及其心理欲望成为建构主体意识的物质基础与生理依据。 特殊的感性经验决定了主体意识的

独特性。 另一方面， 身体欲望内在于潜意识 （即弗洛伊德的 “无意识” 概念）， 在根源上形成了一种稳

定不变、 自我持守的主体性。 换句话说， 它产生出来的主体意识经由欲望的 “无意识” 路径， 从心理

内部生发出来， 具有独特的内在性、 根源性， 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持久。 实际上， 电影的文化功能反

映了后现代哲学在美学上的渗透。 “后期现代哲学家倾向于把身体与人的情感、 意志、 经验、 行为等方

面联系在一起， 于是在身体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本应属于心灵的要素， 于是出现了心灵的肉身化和身体

的灵性化双重进程。” ［８］心灵的 “肉身化” 和身体的 “灵性化” 完美地体现在电影中， 通过身体魅力，
在表征符号中传达抽象的性格、 心性及其意义。 如此， 主体性意识不再经历传统文化及其艺术的精神 ／
灵魂 ／ 超越、 物质 ／ 肉体 ／ 世俗等冲突对立的剧烈痛苦， 而是从肯定身体欲望出发， 有效地统摄灵 ／ 肉、 心

／ 性。 这种积极地自我肯定的主体意识， 也成为电影不断挤压小说艺术空间的优势。

二、 电影的公共经验竞争

电影与小说等其他叙事媒介虽然都从隐秘的个人经验开始， 但不同的是， 它往往结束于集体欲望、
记忆与心理的公共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用道德观念、 家庭伦理、 社会责任等公共经验整饬、 规

范个体经验的现象。 即便是少量极端诉之痛苦、 暴力与色情揭示人性恶的艺术电影， 也仍然受限于一

个公共经验的框架。 私密的、 极端的个人经验， 被媒介性质转化， 使之在公共领域中能够公开展示。
这首先是电影的资本力量。 电影制作成本较高， 不可能满足于缺乏交流的个体空间， 要囊括最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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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经验， 成为某一群体、 阶层、 族裔及其民族国家的文化表征。 在电影叙

事中， 个体隐秘的欲望、 经验、 记忆看似主动地浮现， 但是背后存在难以抗拒的公共性。 其次， 电影

生产机制依赖于类型经验。 与小说等其他叙事媒介强调个体创新不同， 电影是一种维护既定的类型经

验的特殊生产， 它是对 “第一部” 成功影片的故事经验与叙事模式的摹仿， 在相似内容的再生产过程

中， 不断添加文本之外的社会经验、 生活经验， 形成自身的差异性。 这无疑增强了电影的公共经验。
再次， 电影接受机制决定了故事的公共经验， 自诞生以来它就是一种公众在公共领域的娱乐活动， 虽

然当下电影的接受终端已发生重大变化， 但这种在公共领域中展示、 交往等特征仍然顽固地保存下来。
这要求自身的故事经验必须承受公共领域的理性筛选。 我们看到， 世界主流电影更倾向于情理逻辑建

构起来、 存在确切的理性解释的故事消费 （如李安认为正是好莱坞电影奠定了电影的本质［９］ ）。 这种接

受机制显然增强了电影的公共性。
公共经验及其日常生活的建构功能无疑成为电影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层面， 为电影现代性设定了基

本的文化语境与社会空间， 有效地表征了介入现代社会、 日常生活的力度。 这是它为什么与一个国家

文化软实力关系密切的原因所在。 那么， 在具体的电影叙事中， 个体经验如何转换成公共经验呢？ 詹

姆逊独辟蹊径地提出感官记忆的重要性。 故事内容通过感官的直观记忆， 才能突破个体的限制， 成为

日常生活的公共经验。［４］（２）与小说经验强调主观的想象与思辨不同， 电影则是在故事内容、 身体动作、
镜头语言等感性作用下， 产生瞬时相同或相似的感官体验， 并通过记忆的相通与持久积累起来， 逐渐

形成了共有的经验。 在本雅明看来， 这种基于感官本能的经验记忆， 就是对传统价值的 “破坏” 与

“净化”， 也是电影作为现代性 “最强有力” 的代理人， 最积极的社会意义所在。［１０］ 如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银幕上的爱情故事， 从对象选择、 交往方式、 约会场景、 情感表白到结婚仪式， 在感官记忆的叠加

中不仅形塑了当下男女情感的基本形态， 而且， 构成理解男女关系的公共经验、 共有知识。 我们认为，
感官记忆不仅仅限于影像的表征符号， 更重要的是唤起个体在过去时空消费故事时的自身体验。 詹姆

逊说得好： “通过重复， 流行音乐不知不觉地变成我们自己生活存在结构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听的是

我们自己， 是我们以前听的东西。” ［４］（ ２４）这里， 他虽以流行音乐为例， 但电影的接受同样如此。 詹姆逊

实际上指明了大众文化特殊的接受机制： 在观看 ／ 聆听他者的瞬间， 唤醒的却是关于自身在过去瞬间的

种种体验。 与音乐相比， 电影由于演员与人物的等同、 故事语境与当下社会的对应， 能够携带更多的

自身信息、 更丰富的感官记忆。 人们在当下的电影消费 （相似的类型电影、 熟悉的内容经验） 中， 通

过似曾相识的记忆联想， 再次经历了在过去某个时段的特殊情感、 体验及其生活状态。 正如此， 记忆

在大众文化中具有兼具个体与集体的重要功能： 一方面， 通过联想， 将故事内容转化为切身相关的过

去经验， 形成怀旧美学的热潮； 另一方面， 它强调过去的共同特征， 将特殊的个体故事转化成一个群

体、 阶层、 族群乃至国家的公共经验。 我们看到， 当下中国电影在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后， 迅

速出现一批诉之 “８０ 后”、 “９０ 后” 的怀旧电影， 如 《匆匆那年》 《一生一世》 《夏洛特烦恼》 《重返

二十岁》 《万物生长》 等。 或流行歌曲， 或学校生活， 或青涩的初恋经历， 或典型的社会环境， 既是人

物情感、 心理的表征， 也成为这一群体共同的成长记忆。 这种感官记忆也积极吸纳当下社会的热点现

象， 进一步提升媒介的消费程度。 如目前流行的爱情片， 融入了跨国旅游、 商场购物、 结婚仪式、 流

行语等， 如 《小时代》 《北京遇上西雅图》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咱们结婚吧》 《情敌蜜月》 使

美国、 巴黎、 布拉格、 济州岛等旅游热点纷纷进入影像世界。 在 “境外游” 越来越普遍的今天， 人们

在观影过程中唤起一种相关、 相似的自身的记忆， 产生揽镜自照般的观影快感。 另外， 这种境外旅游、
购物、 风景， 在娱乐活动中大规模地出现， 又成为当下社会的典型表征， 构成了新的集体记忆。

在我看来， 个体经验在感官记忆的重复再现中成为公共经验， 需要特别重视故事语境。 报纸、 广

播、 电视等新闻媒介是一种零散的、 碎片化的信息传播， 电影与之不同， 是综合的信息传播 （形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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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大于思想， 也大于信息）。 故事的公共经验往往来自与日常生活 “异形同构” 的故事语境。 之所以说

“异形”， 是因为故事语境在假定性叙事中呈现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差异性形态； 之所以是 “同构”， 是

因为它遵循现实的情理逻辑、 反映社会关系。 正是这种当下社会存在隐喻认知的故事语境， 使电影比

报纸、 广播等新闻媒介更迅速、 更有效地构成公共经验。 如上所述， 当下中国电影选取过去时代的种

种表征， 营造整体性场景、 氛围 （如师生对峙、 男女初恋、 课堂狂欢等）， 促使观众在联想记忆中投入

自身的经验。 这些具有最大相似性的社会空间、 日常生活才是怀旧消费的关键； 人物及其行为带有明

显的夸张、 出格、 煽情等特征， 反而脱离了过去， 显示出 “讲述故事” 的当下性。 如 《匆匆那年》 （为
了与心爱的女孩上同一所高校， 放弃高考 １３ 分的题目）、 《一生一世》 （在 “下海热潮” 的 ９０ 年代中凸

显超功利的爱情神话）、 《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穿越过去， 对初恋、 成功及其物质主义的否定， 恰恰与

当时社会的观念价值相异）， 等等。 青春电影发生人物与语境的分裂， 正是针对不同的接受心理 （怀旧

与消费） 所致。 这种以特殊群体的怀旧经验为消费对象的青春电影在国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明显具有排他性。 海外市场的黯淡， 即为明证。 就此而言， 美国电影之所以拥有全球竞争力， 就在

于它所呈现的故事语境 （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际交往方式） 建构， 其中预设了当下、 未来。 美国

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在物质现代性、 科技奇观的视觉展示中， 对后发性国家具有突出的诱惑。 如

《阿凡达》 《泰坦尼克号》 等借助媒介技术力量虚构出的故事情境， 就是物质、 科技发达的现实投影；
《记忆碎片》 《盗梦空间》 等特殊的日常语境、 家庭伦理展示了心理学的前沿理论或超前设想； 《角斗

士》 《阿甘正传》 等在历史的过去时空中凸显个体自由意志、 人伦情感在社会动荡变迁的恒定价值；
《美国丽人》 《老无所依》 《撞车》 等虽然构造了存在阶级、 老年、 种族等冲突的故事空间， 但始终寄

寓了问题解决的曙光。 可以说， 美国电影这种表现社会现象、 隐喻生活空间的故事语境， 是对人类未

来生存状态及其方式的形象探索，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先见、 引导的意义。 因此， 电影的公共经验竞争，
离不开具体的故事情境， 甚至可以说， 故事及其经验的表达， 归结为假定性语境的竞争， 它在聚焦观

众心理、 理解当下社会、 探索未知领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 而且， 赋予电影表达理性观念时的感

性力量， 牢牢控制着观众的注意。
如果说， 人物是某种观念价值的承载者， 情节成为人物性格形成、 展示特定价值的过程， 那么， 故

事情境成为观念展示 ／ 论证过程的前提， 不仅富有魅力的美学形式产生了推进叙事的动力， 而且， 将人

物置于特殊的伦理处境， 给予了人物特定行为及其心理的逻辑与合理性， 有力提升了电影表现的感性、
经验及价值的说服力。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 指出， 影响他人最佳的途径不是

直接切入、 理性地争论辨析思想观念， 而是从正在形成的 “特殊情境” 开始。［１１］ 举个简单例子， 从普

适意义说， 暴力、 色情、 通奸具有非法性 ／ 非理性， 然而在 《红高粱》 《菊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 等

故事语境中， 恰恰表现出合理性。 张艺谋通过设定特殊的情境， 从暴力、 通奸等普适性意义， 辨析出

特殊的个体价值； 个体价值在强大的专制压抑中悲剧性毁灭， 摆脱了个体的局限， 成为现代知识者 ／ 启
蒙者的表征， 提炼出反传统、 追求自由的公共经验。 我们说， 电影作为本雅明意义上技术复制时代的

代表， 集中反映了复制带来的功能变化。 在大量呈现社会、 生活状态的过程中， 电影介入社会实践与

日常生活。 这种虚构的故事语境， 简洁有趣、 重点突出， 完美地保存了理性 （据以建构的原则与观念）
与感性 （身体直观呈现） 的双重特征。 因此， 个体观念经由电影的叙事机制， 突破了私有的局限， 走

向公共经验与共有知识， 这成为竞争力的重要层面。

三、 电影的意识形态竞争

电影的传播与接受， 意味着从特殊的个体经验抽绎出公共经验， 这一媒介的意识形态由此复杂起

来。 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包括政治、 法律、 宗教等观念， 那么， 电影就是意识形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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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实践， 故事背后存在对现实观念材料加工与再生能力的思想体系。 这是恩格斯强调的。［１２］ 电影作为蕴

涵个体 ／ 集体、 隐秘 ／ 公共经验的特殊文本， 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实践的绝佳媒介， 在促进民

族身份、 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注意到： “电影是一种完美的认同

艺术。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产生如此强烈的认同力量。” ［３］（３６） 这种认同力量来源于感性的力量与丰富

的公共经验。 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 在当下全球化时代的消费主义冲击下， 毋庸说音乐、 绘画等， 就

是小说、 电视剧等其他叙事艺术均普遍出现颓废、 虚无、 犬儒等倾向； 然而， 电影仍然传达强烈的英

雄主义、 理想主义、 道德主义。 这种理解过去、 当下与未来的价值观念， 不仅有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

认同， 而且为人类确立起乐观与自信。
但是， 如果电影只是重复现实中的意识形态， 那么必然导致自身竞争力的衰微。 詹姆逊注意到马尔

库塞的正确意见： “艺术和文化从社会中的分离将文化开辟为一个单纯的领域， 其结果导致了艺术不可

救药的含糊性。” ［１３］这也包括了文本意识形态的晦涩与混沌。 我们在 《阿凡达》 中既能看到人类中心主

义的反思， 原始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拯救， 也能看到好莱坞电影粉饰现实意识形态的美学传统。 《卧虎藏

龙》 似乎从东方文化揭示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狂妄、 虚无， 但与此同时， 又存在以西方个性舒放来映照、
批判东方的自我压抑。 质言之， 在艺术领域中， 现实 ／ 理想一纸两面的叙事特征， 决定了文本意识形态

的含糊性。 因此， 伊格尔顿只是说： “文学是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接近意识形态的最有启发性的方

式。” ［１４］文学艺术不是 “复制” 而是 “接近” 现实意识形态， 而且是从 “经验” 层面上的接近。 现实社

会的意识形态进入艺术文本， 实则经历了情感、 认知、 理性的过滤， 成为审美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因

此， 电影的意识形态竞争， 不在于是否真实、 客观地表达现实意识形态， 而是如何从特殊、 个别的层

面理解、 阐释这一意识形态。 如张艺谋和李安都对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影像表达， 《菊豆》 《大红灯笼

高高挂》 从启蒙理性 （自由、 平等） 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化， 表现了激进的反传统姿态， 更接近于中国

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意识形态。 李安则从个体心理的角度展现传统文化 （如 《喜宴》 《饮食男女》
《卧虎藏龙》 等）。 这种文本意识形态无疑要复杂得多。 如父亲、 师者等权威形象的优劣在西方语境中

参差互见， 它是在地经验、 文化差异的自我标识， 与后现代的身份政治联系起来， 显示出充足的文化

自信。 因此， 比较张艺谋、 李安的文化竞争力， 单就文本意识形态来说， 后者无疑更为丰富， 也更为

持久。
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完成性不同， 文本意识形态始终处于叙事活动， 具有 “正在形成” 的特征。 任

何叙事都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从打破常态、 形成冲突， 继而解决矛盾， 出现封闭的结尾。 它隐喻了意

识形态从产生、 传播、 竞争与接受的完整状态。 我们认为， 电影不能复制现实意识形态， 就是不能先

天地接受它的权威性， 必须呈现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展开怎样激烈的竞争， 如何艰难胜出的

过程。 对意识形态来说， 叙事就是一场冒险。 它在虚构的语境中失去了现实权力的庇护， 存在许多不

确定因素。 只有当它在叙事活动中脱颖而出， 才拥有如现实意识形态一样的权威性。 从这个角度说，
电影的意识形态竞争， 就是如何拥有权威性的话语实践的竞争。 照此观之， 当下中国电影在海外缺乏

竞争力， 就在于复制了现实意识形态， 导致了叙事缺陷。 再如上文提及的张艺谋电影， 之所以说它更

接近现实意识形态， 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激进改革派的文化表征， 就是因为文本意识形态 （反传统

主义） 如同现实意识形态一样， 存在着不证自明的权威性。 《大红灯笼高高挂》 的颂莲在抵制男权主义

时孤立无援， 最后同流合污； 陈老爷无处不在的权力威胁； 扼杀人性的生活环境。 如此等等， 提供了

反传统主义的合法性。 然而， 文化传统对古代中国及其当下社会合理的一面， 未能得到应有的理解与

考量， 造成文本意识形态 “一边倒” 的现象， 在时过境迁后就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与之不同的是， 我

们在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 中强烈地体验到宗教信仰的力量， 就是因为影片还原了世俗与宗教两种对

立的意识形态如何竞争的过程。 一方面， 它真实地呈现了伊朗的社会现状， 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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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底层群体失业的困扰、 生活的窘迫， 已经严重影响到伊朗人的世俗生活与精神状态； 但另一方

面， 虔诚的宗教信仰、 对金钱最终的拒绝， 在这场竞争中仍然艰难地实现了自我约束， 完成对神性底

线的坚守。 电影通过假定性语境的设定， 重现了宗教信仰的神性价值失去了现实的权威性， 在自身危

机中如何挣扎， 最后确定了自身的精神价值。 质言之， 这种叙事就是把世俗与宗教的竞争还原到了双

方均缺乏绝对权威的初始状态。
从文本内部生产出意识形态， 正是伊格尔顿意义上的美学意识形态， “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

的代名词”。［１５］ “政治之无意识” 就足以表明， 文本意识形态绝不是现实意识形态的翻版， 而是蕴含心

理、 欲望、 身份、 政治等无意识的结果。 这种无意识甚至也意味着它也不是个人意义上的， 而与客观

的美学形式相关。 特纳认为： “一部电影的意识形态不会以直接的方式对其文化进行陈述或反思。 它隐

藏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及其采用的各种言说之中， 包括影像、 神话、 惯例与视觉风格。” ［１６］ 如此， 电影意

识形态的竞争又回到了它所 “隐藏” 的美学形式， 不仅生产出与现实相映成趣的差异性， 而且落实到

个体， 出现想象性解决现实缺陷的叙事策略。 说到这里， 我们不妨比较 《拯救大兵瑞恩》 与 《集结号》
两个结构相似的文本。 世界电影普遍存在着英雄情结， 表达民族国家及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人性

自由及其物质财富）。 《拯救大兵瑞恩》 即是如此。 它在战争片的美学惯例、 影像风格及其叙事形式中

凸显反人性的血腥残酷， 出现反思生命价值、 张扬人道主义等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但另一

方面， 米勒对责任的自我承担 （彰显主体意识） 及瑞恩的自我选择 （基于人性价值的理性反思）， 以及

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国家制度， 想象性地解决了民族国家的缺陷， 从个体与总体两个维度张扬了资本

主义的意识形态。 《集结号》 虽然存在与之相似的美学形式， 如以巷战、 阵地战等桥段开篇展示战争残

酷， 以后段强调寻找生命价值的情节结构。 但是， 它未能落实到具体人物， 找到解决现实缺陷的想象

性策略。 相反， 影片既泛化制度的弊端， 也削减人物的能力， 作为英雄的谷子地只能被动地等待上级

的追认。 这种具有现实色彩而非想象的解决方式完全悖逆于战争类型的美学形式， 严重影响到文本意

识形态的竞争力。 我们认为， 在电影叙事中， 文本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形成或隐或显的呼应， 它

不仅揭示存在的现实缺陷， 更重要的是通过把社会或政治缺陷归结到个体或特殊情况， 并集中在英雄

形象， 想象性地解决了现实意识形态的缺陷。 这是电影意识形态竞争的关键。
事实上， 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区分中， 电视是 “冷媒介”； 电影属于 “热媒介”， 因为它 “可用于提

取信息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６］（ ３５９）正是这种特殊性， 电影成为人类理解自身、 社会的重要媒介。 在多

元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 它绝非仅仅关乎自身， 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征。 我们认为，
电影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多层次结构， 需要我们用综合的眼光打量。 作为艺术媒介的竞争， 电影拥有天

然的优势， 它使身体、 欲望等爆发出感性直观的力量， 生产出现代意义的主体意识， 成为第一个层面。
作为非艺术媒介的竞争， 电影需要凸显自身的公共经验与知识。 这是从个体到集体、 私有到公共拓展，
通过介入生活表现出来。 正是在故事语境形成的认知隐喻中， 电影与现实关联互动， 成为第二个层面。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认知的思想观念的话， 那么电影文化竞争力最终将落实于

此。 此时， 作为艺术媒介反作用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 想象性策略显示出重要的功能， 这成为第三

个层面。

参考文献：
［１］ ［英］ 马林诺夫斯基 􀆰 文化论 ［Ａ］ 􀆰 高建平， 丁国旗 􀆰 西方文论经典 （第四卷） ［Ｃ］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５０６􀆰

［２］ 吴晓明 􀆰 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５）： ４－１８􀆰

［３］ ［法］ 阿兰·巴迪欧 􀆰 电影的虚假运动 ［ Ａ］ 􀆰 福柯等 􀆰 宽忍的灰色黎明 ［ Ｃ］ 􀆰 李洋等译 􀆰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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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美］ 詹明信 􀆰 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 ［Ａ］ 􀆰 詹明信 􀆰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Ｃ］ 􀆰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１８５􀆰

［６］ ［加］ 麦克卢汉 􀆰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Ｍ］ 􀆰 何道宽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３５９􀆰

［７］ ［法］ 阿兰·巴迪欧 􀆰 电影作为哲学实验 ［Ａ］ 􀆰 福柯 􀆰 宽忍的灰色黎明： 法国哲学家论电影 ［Ｃ］ 􀆰 李洋译 􀆰 开封： 河南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５２􀆰

［８］ 杨大春 􀆰 从法国哲学看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 ［ Ｊ］ 􀆰 浙江学刊， ２００４ （５） 􀆰

［９］ 李安 􀆰 电影导演是一个导体 ［Ａ］ 􀆰 唐丽君 􀆰 碰撞： 中国电影对话世界 ［Ｃ］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８７􀆰

［１０］ ［德］ 本雅明 􀆰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 Ａ］ 􀆰 本雅明 􀆰 经验与贫乏 ［ Ｃ］ 􀆰 王炳钧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６４􀆰

［１１］ ［加］ 欧文·戈夫曼 􀆰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Ｍ］ 􀆰 冯钢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

［１２］ ［英］ 雷蒙德·威廉姆斯 􀆰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词条 ［Ｍ］ 􀆰 刘建基译 􀆰 北京：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 ２１９􀆰

［１３］ ［美］ 詹姆逊 􀆰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Ｍ］ 􀆰 吴静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８􀆰

［１４］ ［英］ 伊格尔顿 􀆰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Ｍ］ 􀆰 王逢振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３２－３３􀆰

［１５］ ［英］ 伊格尔顿 􀆰 审美意识形态 ［Ｍ］ 􀆰 王杰等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２７􀆰

［１６］ ［澳］ 格雷姆·特纳 􀆰 电影作为社会实践 ［Ｍ］ 􀆰 高红岩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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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６３ 页） 探索路径却有暗合之处。 从 “古史辨” 疑古辨伪的实践自觉到历史记忆重构转向的理

论自觉， 其不谋而合的基础是对历史书写的本质追问。 顾颉刚曾说：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 不在它

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９］（３１３）真实的历史观念， 始终贯彻于前人及今人对历史书写的实践与分析中， 在

变化中重构历史的努力， 也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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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顾颉刚 􀆰 顾颉刚读书笔记 （卷四） ［Ｍ］ 􀆰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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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４）： ３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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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ｕ’ 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 ｈａｖ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 ｓｅｌ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ｅｃｈｏ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ｔ ｏｆ ｅｍｐｈａ⁃

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ｍｏｕ’ ｓ ｆｏｌｋ ｍｏｖ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Ｘｉａｎｇ Ｙｕ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Ｓｈｕ－ｍｅｉ

Ｓｈｉｈ，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ｈ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ｈｉｈ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ｎｔｉ－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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